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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简单来讲服饰就是我们穿衣戴帽之物,但细思量会发现,服饰实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古至今,服饰走过了

三个发展阶段:一是遮羞蔽体的实际之物;二是划分社会等级身份的象征之物;三是人们生活美学的外在表现。在全球

化视野下,服饰文化融会贯通,作为“衣冠王国”的中国走在时代的交叉点,国人迷失在怪乱纷繁的时尚中,一些人又开始

在传统服饰中寻找民族认同,汉服、唐装、旗袍、中山装,一次次的“复兴”热潮讲述着中国人在民族服饰上的想象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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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服饰的变迁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一直有“衣冠王国”的美誉,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变化中,服饰的变化始终与当时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紧密相关。中国古代服饰多以“宽袍大袖”的形象示人,它符合中国传统儒学的哲学理念,是
具有中国特质的着装方式。

中国服饰历史源流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上古时期,人类穴居深山密林,披着兽皮

与树叶,过着原始的生活。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过的遗穴所发现的骨针得知,在旧石器时代晚

期,人们已初步掌握了缝纫技术,将猎取到的野兽皮剥下,根据需要拼合缝制成各种衣服防寒,服饰渐趋

形成。
走过荒蛮蒙昧阶段,人们的服饰不仅用于遮体,更表现为意识形态化,形成一套与当时社会秩序相

适应的服饰制度,服饰被纳入“礼”的范畴,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等级制度的外在束缚物。
殷商时期,冠服制度初步建立。文明伊始,神权依旧,服饰多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展示了神灵庇护与

礼制初定时的秩序。冕服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体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垂
衣裳”是指用丝麻布帛做衣裳,长大下垂,并以此来区分贵贱,这种形制取自乾坤尊卑,因此上衣下裳也

有象征天地乾坤之意。“上衣下裳”制是最初的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把汉族人传统的“上衣下裙”缝合起来,形成了深衣。东汉郑玄注《礼记·深

衣》载,“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深衣是“衣裳连属”,也就是上下分裁,然后在腰部接缝制

成一整件衣服,腰部缝合处以上称“衣”,腰部缝合处以下称“裳”,并且将衣裳染上颜色。简单来讲,深衣

的服装款式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上衣与下裳连为一体。
作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交领右衽。所谓交领是指衣服前襟左右相交,右衽

是指汉服的衣襟一般是向右掩,也就是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中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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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是向左掩,称为左衽。孔子曾盛赞管子,“微管仲,吾其将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句话的意

思是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沦陷于异族人的统治。这说明他认为“束发右衽”的服饰

形制是民族的文化象征,以区别于夷狄的“披发左衽”。可见“右衽”这一特征对于汉民族的重要性。自

此,交领右衽在“夷夏之辩”中成为汉民族服装以及文化认同的符号。
汉民族的服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汉民族服饰在很多朝代都有对

胡服的借鉴。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服饰并存不悖,隋唐时期服饰制度上承下启,宋代理学思想让

服装趋于保守,辽金元时期的服饰既采用汉人的礼服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明代服饰沿袭唐宋元服

制,清代满式服饰和之后外来的西洋服饰对近代服饰有较大影响。可见,时代风尚会随着当时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
现代社会破除了等级限制,崇尚平等自由,人们在穿衣打扮上追求的是个性,追求的是与众不同,在

一定层面上具有象征意义。日常生活中服饰是一种语言,通过穿衣打扮可以了解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

陌生人之间的“第一印象”往往来自于服饰,服饰帮助我们直观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年龄、职业、地位、文
化背景等。现代社会,服饰越来越成为人们外在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身份,诠释个性,其象征意义

成为人们追寻的目标。
象征能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人类善于运用具体事物来表达某种抽象的概念或思想感情。美国社

会心理学家米德是象征性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的创始人。象征性互动理论把人视为

具有象征行为的社会动物,把人类的象征活动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是人类创造出广泛文

化的一种活力。“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解释,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C.吉尔兹的定义是:
所谓文化,即“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

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1]。
服饰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符号元素,在现代大众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象征含义。从微观层

面来讲,服饰是现代人区分阶层的重要标志之一。如今是一个消费的社会,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商品

越来越多,每个人被物品包围着,人们通过消费物品来宣示自己的身份属性,确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中的位置。体现在服饰上,人们除了对服饰有审美需求外,还极力追逐名牌,将名牌服饰视为身份、地
位、财富的象征符号。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说,穿名牌服饰“是一种区隔行为,是一种在社

会层面可以定位的口音,言说着一种共通的语言。它是在社会层面向高消费阶层的一种位移,是转向都

市极其复杂状态,是趋向时髦与社会特殊性”[2]。从宏观层面讲,服饰是区分民族、国家等的重要标志之

一。民族、国家是文化上的指称,是政治和地域上的界定,也是精神和心理上的代表和归依。区分民族

与国家的标尺很多,其中民族服饰当属其一,它以直接显在的物理特征表明和区隔着不同民族与国家的

文化习俗和心理认同。
现代化的中国时尚作为一种新概念,在商业氛围的裹挟下被注解出现代的含义。随着时装工业的

发展,消费产业不断扩大,时尚在大众传媒的助推下使俊男靓女们趋之若鹜,中西服饰在此似乎没有什

么差别了,在款式上我们向世界潮流看齐,色彩上我们也无惧禁忌大胆尝试,理念上我们突破传统兼收

并蓄。

二、传统服饰中的想象共同体

服饰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最直接的文化符号,但服饰的发展变化并不以自身的逻辑为规

律,而更多的是与上层建筑的变化即政治权力的争夺、意识形态的转变息息相关。服饰作为民族文化中

的一种,在当下民族复兴的背景下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人口最多,汉族的服饰制度自周代至明代,虽历经民族大融合,服饰上吸收了异

族的服饰元素,但“褒衣博带”的基本特征没有大的改变。尽管有一定之规,在中国服装史上汉服还是有

几次意义重大的“混血”。赵武灵王强制推行“胡服骑射”,使中原武士着短衣紧裤,形象利落了许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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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起的圆领窄袖,曾经在当时的中亚地区广泛流行。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

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服式恢复了汉服传统。但有一种叫曳撒的特色服饰吸收了一些元代服饰特点。
在中华民族的服装形制上受到最大冲击的当属清末民初时期。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泯灭汉人

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满人服饰,禁止汉人穿汉装的法令非常严厉,坚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

杀戮。后来,清王朝为缓和民族矛盾,稳定政局,接纳了明遗臣金之俊提出的有关服饰方面的“十从十不

从”建议,如儿童以及民间举行汉族神庙拜会时可以穿用明朝的服饰,优伶戏装可以采用明朝原制等。
于是,在上百年的满汉交融中,满汉在服饰审美观上以及着装形式上越来越趋于融合,无论男女老幼、无
论款式还是纹样装饰都表现得特别明显。

除了满汉民族服装形制的融合外,对汉民族在服饰上的颠覆性变化还来自于外埠的影响。 1 9 1 1 年

的辛亥革命以及 1 9 1 9 年的“五四”运动使新的政治力量兴起,也使得中国新文化逐渐形成。同时,服饰

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出现了新的潮流。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增多以及西方文化的日渐冲击,服
饰上出现“西服东渐”的局面。男子除了穿着传统的长袍马褂外,也出现了西装革履的穿着形式。西式

服装以其全新的审美情趣赢得了人们的青睐,西式服装造型简洁、款式大方、穿着方便,更受人们的喜

爱。西式服装造型由传统样式的宽松变得衣身瘦窄、由传统的长袍转化为短式套装,而且西式服装款式

品种多样丰富,这些因素的聚集使国人的衣着行为与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事实上,西服是西方工业文明畸形渗入中国的一个缩影。工业革命强大起来的欧洲,不可避免地开

始撞击中国封闭的大门。在西方军舰和大炮的胁迫下,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西服也随

之在中国流行。西服传入中国之时正是工业社会悄悄作用于中国的时候。西服的“入侵”不仅仅使中国

人从头到脚面目全新,更使得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融入了世界的大潮流中。
从“衣冠王国”走来的中华民族,在进入 2 1 世纪后已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

方面都力争与世界发达国家并轨同步,在服饰的发展变化上也渐次与世界接轨,西服、喇叭裤、牛仔裤、
高跟鞋……逐步跟进世界流行时尚,给国人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也给国人注入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
这些发展变化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人们欣喜于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之时,一些人在传统文化热潮渐渐兴起的背景下开始推崇一种“新
时尚”,褒衣博带的汉服、典雅大方的唐装、花样风情的旗袍以及蕴涵难以割舍的国人情怀的中山装,这
些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服饰重新走入公众视野。

近几年来,每到中国传统节日如端午节等,全国多地会有报道,出现一些身穿不同款式汉服,以献祭

文、诵咏物诗等方式度过别样节日的现象。他们声称这样做并非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而是希望弘

扬传统,向传统文化致敬、向传统文化靠近。2000 年开始的汉服复兴运动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甚
至在 2007 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倡议确立汉服为“国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占有主导地位,中国服饰也被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烙
印”。儒家重礼仪,所以中国传统服饰始终以繁冗、宽博为主要特征。中国服饰文化属于一元文化的范

畴,具有整一性与大同观念,着装者注重群体意识,不强调个性效应,因而具有趋向内在、内向、内涵、内
倾的特点。中国在服装造型上重视二维空间效果,不强调服装与人体各部位保持一致,更不注重用服装

表现人体的曲线,在服装结构上采取平面裁剪的方法,人体与衣料之间的空隙较大,显得宽松[3]。汉服

的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在寻找身份认同道路上的一种选择。
这种“寻根”的行动在新世纪似乎愈演愈烈,人们在服饰符号上的诉求更为强烈,主要体现在拥护传

统服饰的回归。200 1 年 1 0 月在上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APEC)上,与会各国领导人身穿

“唐装”合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阵唐装热。200 1 年王家卫导演的影片《花样年华》上映,电影演绎的

是一段旗袍下的孤独人生,20 多套旗袍不仅展现了女主角张曼玉的明星风采,同时她在影片中也成功

展现了一个东方女性的独特魅力。一部电影引发了蕴藏在中国人心中的旗袍情结,甚至在海外也带起

一阵旗袍涟漪。中山装因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推广而流行,又因为它一直是我国政治领袖的正装,具
有了深厚的思想和政治含义,虽然因“西方东渐”的影响而一度淡出了时装舞台,但在国人心中具有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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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
无论是汉服、旗袍还是中山装、唐装,近年来国人对这些传统服饰的推崇不能简单看作是一种对潮

流的追求,在更深层面上它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信号,是民族复兴征程上的集体呐喊与诉求。这些风韵独

到的“中国化时装”开始在世界时装舞台流行,它们中国味十足,但是很难说清其究竟来自于中国的哪个

朝代。从整体上看,中国疆土广大,各地的风俗不同衣着习惯也各异,所以中国古代服饰基本是多民族

服饰特征相融合的产物,历经千年风雨,不断继承、创新、发展、完善而形成。拿“旗袍”来说,旗袍顾名思

义是满族的传统服饰,清世祖入关迁都北京,旗袍开始在中原流行。后来随着满汉生活的融合统一,旗
袍也被汉族妇女接受。清朝的旗袍款型是比较肥大的,不太讲究腰身的曲线。辛亥革命后旗袍也发展

出改良款式的“民国旗袍”。
改良旗袍在腰身上由直到曲,在装饰上由繁到简。有研究表明,改良旗袍主要发展出三个流派,它

是根据流行区域进行划分的。一是京派旗袍。辛亥革命后,旗人妇女穿的旗袍悄悄在北京市民中流行

起来,尤其是知识女性身穿丹士林布料的单色旗袍,加上雪白的毛线围巾、轻便的黑布鞋,旗袍变得朴素

大方。二是海派旗袍。在当时上海开埠的社会大环境下,旗袍经过上海时髦女郎极具匠心地修改,其风

格既保留了国粹,又显得洋味十足。海派旗袍一时成为当时的旗袍主流。三是港派旗袍。随着 1 949 年

后以上海为代表的内地移民南迁入港,海派旗袍在香港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从形式上讲,香港旗袍腰身

紧身合体,三围曲线更明显。
不管旗袍形式如何变化,它始终是中国的民族服饰代表之一。虽然从源头论起它是满族的民族服

饰,但经过各民族间的融合,百川汇流,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在国际时装舞台上,旗袍一直被

视为中国元素的服装。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或族群的认知要依托一种共同的精神生活,它是民族共同精神生活中的认同

感,这种民族认同感是人类族群或群体不约而同的感受,类同于文化认同。在民族复兴的当下,国人对

传统服饰、民族服饰的追逐,正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身份识别和精神认同,是我们的想象共同体。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最早提出了

“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安德森对“民族”做了这样的界定:“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

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这种“想
象”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把想象当成一种社会过程,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始终,决定这种

想象成为可能的因素是文化根源和民族意识。安德森指出,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
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一思维模式的转变是想象的共同体得以产生的主观因

素。
安德森强调了印刷语言对建构一个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性,认为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

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因为他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种“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
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的向下(或向上)运动的

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对安德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

(阅读)来想象的[5]。
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体在人们“共同体”的身份建构中有不同的作用。以此为

依据,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传统服饰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中,虽几经变化并一度缺失,而今回归国人视野

有怎样的心理需求。个体得以建构起一种新的身份,取决于共同体成员以相似的文化品位为纽带的相

互认同。在这一身份建构的旅程中,人们通过相似的行为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和意义,是另一种形式的身

份认同和自我实现。

三、传统服饰的彰显是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渠道

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在不断发展,当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往往会出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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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解构与新文化观念的诞生。民族服饰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

上出现的民族服饰演变无不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信仰、民俗等有密切联系。
在全球化视野下服饰文化融会贯通,走在时代的交叉点,传统的“褒衣博带”无法适应当下的日常生

活,国人又很难在琳琅满目的服饰橱窗里找到民族认同。随着国力的昌盛,一些人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寻

求身份认同,其中包括传统服饰,汉服、唐装、旗袍、中山装一次次的“复兴”热潮讲述着中国人在民族服

饰上的想象共同体。
现代文明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摈弃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多地享受先进文明带来

的种种便利。在服饰上也是如此,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去消费时装,也有了更好的心情去尝试不同的时装

风格。现代中国人在纷乱复杂的都市时尚圈里游走徘徊,一些人满足于“国际人”的身份圈定,另一些人

则始终在寻找民族认同。服饰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实现身份表达和自我建构的最直接的展示。不同于印

刷语言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媒体”传播的时代,服饰也是自我表达的一种重要媒介,媒介不仅延伸

了我们的感官,还拓展了我们触及空间的深度与广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间接而又实际的接触,改变

了人们想象的方式,改变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在当下社会身份多元化的语境中,被加以改造

和完善、更符合世界潮流又具有鲜明民族印记的中国传统服饰成为中国人寻找身份认同的有效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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